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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
——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

俞可平

摘 要 在迅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涌现了一批特大型城市。至2020年底，中国人

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已达到17个。特大型城市在中国的崛起，既有基于人口自然

聚集效应之上的必然性，更有其促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合理性。特大型城市不仅存在着一

般城市都具有的各种“城市病”，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治理难题，如城市的功能定位、

城乡一体化、新移民的户籍管理、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由于特殊的政治经

济地位，特大型城市的治理创新不仅直接影响其本身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大型城市在克服治理难题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取得了难得的成

功经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吸取深刻的教训。特大型城市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将取决于它们如何通过城市治理创新推进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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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创造了许多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之一便是快速的城镇化。进入21 世纪

后，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首次实现了历史性的逆转。在1978-2019 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 亿人

增加到8.48 亿人，城镇化率从17.9% 提升到60.6%［1］。城市数量从1978 年的193 个增加到2019 年的

672 个，建制镇数量从 2173 个增加到 21013 个，在全国 38755 个乡镇级区划中，建制镇比例达 54.2%，

已经超过保留乡级建制的单位［2］。城市治理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城市的社区治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

基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

（Megacity），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尽管城

市治理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注热点，但对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治理的研究，仍

有许多薄弱环节，探索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本文将依据

“中国特大型城市研究”课题的案例研究①，并结合“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的获奖案例②，就中国城市的分

类、特大型城市的生长逻辑、城市治理的难题和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等重大问题做一分析。

① 2014年笔者负责筹建的“全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由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

大学8所著名高校组成）专门设立了“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型合作课题，分别对8个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进行研究。这8个特大型城市

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长春、西安，最终成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治理创新》一书［3］。该书分别以上述8个特大型城市为案

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主要来自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向各位课题组

成员致谢。

②“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由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主办，每两年一届，2019 年举办了首届评选活动，共有330 个国内城市治理创新项目参与申

报，评选产生了25个入围奖和10个优胜奖；第二届评选活动于2020年5月启动，将于2021年10月进行选拔颁奖。该奖项是北京大学城市治理

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一部分，笔者是该研究与奖励计划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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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城市的分类

分类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通例。分类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管理对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然后再进

行分门别类的管理。城市管理也不例外。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首先需要对城市进行分类。城市分类

是依据城市性质、形态、规模、职能和特色等要素，对各类城市进行划分归类，这是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城市、规划城市，进而制定对城市发展更

有利的方案。“各个城市情况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体上研究城市相关问题时，必须对城市进行科学的

分类。将城市进行分类，便于我们了解各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制定城市的发展决策提供依

据。”［4］（P54-62）中国城市的分类至今仍处于变动不居和标准不一的状态，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直接

影响了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目前在国内的官方文件和学者文章中，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城市冠以不

同的称呼，诸如工业城市、消费城市，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县级市、副省级城市，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市，

大都市、超大城市，中心城市、外围城市，资源型城市、智慧型城市，幸福城市、平安城市，等等。在众多的

城市划分标准中，行政层级和人口规模是中国城市分类最主要的依据。

行政层级划分最权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未对中国的各类城市进行

专门的和详细的分类，但却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确地做出了三类城市的区分：直辖市、设区的市和

不设区的市。大体上说，直辖市相当于省级行政建制，设区的市相当于地级以上的行政建制，不设区的

市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由于在现行宪法条文中并没有地级行政单位的设置，所以对城市行政层级的

划分，实际上更多依据于补充性的国家行政法规。在补充性行政法规中，关于城市划分最重要的文件是

20世纪80年代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关于设立“计划单列市”的意见，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副省级城市设置”的意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于1995年印发的《关于副省级市若干

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编发［1995］5号），将原先的计划单列市与部分省会城市整合而成为正式建制的

副省级城市①。这样，根据宪法和相关行政法规，从行政层级划分来看，中国目前的城市可分为四个类

别，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一般情况下为设区的市，但亦有特殊的地级市不设区②）和县级市（通常

为不设区的市）。

人口规模分类最权威的依据是国家的专门法律和国务院的相关法规。1990 年4 月开始实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首次按照人口规模将中国的城市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大城市是

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不满

50 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 万以下的城市”③。2007 年10 月28 日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废止了上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新的城乡规划法不再对现行城市进行分类。由国家统计局编纂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在21 世纪初，按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首次将国内城市分为五类：超大城市（200 万

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00-200万人口）；大城市（50-100 万人口）；中等城市（20-50 万人口）；小城市（20
万以下人口）［5］。鉴于国家统计局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其城市分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定为官方分

类，但不具有法规的权威性。

按人口规模对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的权威标准，是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该“通知”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发展状况，及时调整了城市划分的标准和类

①中国现有副省级市15个，它们是：长春、成都、大连、广州、杭州、哈尔滨、济南、南京、宁波、青岛、深圳、沈阳、武汉、西安、厦门，其中大连、宁波、青

岛、深圳、厦门同时为计划单列市，其它为省会城市。

②依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全国原来总共有5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它们是：甘肃的嘉峪关市、海南的儋州市和三沙市，广东的东莞市和中山市。其

中，三沙市于202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西沙区和南沙区两区，因而目前全国实际上只有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8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二十三号公布，自1990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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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首次增加了超大城市的类别：城区常住人口

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

市）；城区常住人口50 万以上100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 万以上500 万以下的城

市为大城市（其中300 万以上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 万以上300 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

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 万以上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

超大城市［6］。按照住建部的最新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

和深圳6个，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型城市有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

阳、青岛和东莞10个①［7］［8］。

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的城市分类标准的制订和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城市的分类方面明显存

在三个问题。一是划分标准不统一、不规范，尤其是在同一法规体系中，存在着明显不一致的划分标准。

例如，国家的《宪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从行政层级上将现有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

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第一类是按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而定义的，第二、三、四类则是按行政层级定

义的，第五和第六类则是按市属辖区定义的。其实，直辖市和副省级市也均为设区的市。如果以此标

准，则中国的城市只有两类，即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又如，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设区的市通常为地

级市，不设区的为县级市，但偏偏又有极个别的例外，东莞市、中山市、儋州市和嘉峪关市为不设区的地

级市。二是城市划分的法律化程度不高。城市的设置与定位是国家的重大区划战略，直接关系到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空间战略布局，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明确的法律条款。然而国家的

宪法和其他正式法律中，并没有专门的条款对众多城市进行明确的行政定位。例如，关于副省级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的设立，以及把众多设区的市从行政上定义为所谓的地（厅）级城市，均是由国家相关部委的

文件性法规授权的，而无明确的国家法律条款授权。三是城市划分的随意性太大。20 世纪90 年代，官

方划分的城市只有三类，50 万人口以上均属大城市；10 多年后，城市变为五类，新增特大城市和超大城

市两类。四是划分标准模糊不清。例如，小城市和大城市下面，又分设I型和II型大小城市；此外，特大

和超大在汉语中并无明显区别，人们很难从字面上对城市进行区分。

科学的城市分类，是城市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城市分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直接影响着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官方的城市分类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在大规

模城市化方面缺乏历史经验，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面前，没有现成的城市管理方法可借鉴；另一方面是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城市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决策部门则对城市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学化重

视不足。虽然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城市治理的研究，但对城市分类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这方面

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尤其少。因此，学术界应当加强对城市科学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依据中国

的城市化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城市分类理论。在此基础上，决策部门应当制定更加合理、规范和

统一的中国特色城市分类标准。在条件成熟时，用国家法律条款的形式，将城市分类的科学标准确定下

来，从而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水平。

二、特大型城市的崛起

国家关于城市分类的标准在不到10 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口规模上新增了特大

城市和超大城市两个类别，行政层级上新增了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反映了

不可抗拒的城市化客观规律，以及人们对城市化客观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早期，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

研究部门，对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以及城市化对现代化的重大意义都认识不足。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传统，

使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过分依赖于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甚至把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视

①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特大型城市的统计口径各家官方单位并非完全一致，这里采用了上述官方统计中最大数量的市区常住人口数。

··90



俞可平：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道路，没有充分认识到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更没有充分认识

到，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从而没有制定相应的

城市发展战略。相反，国家在改革开放早期对城市的规模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不鼓励特大型城市

的发展。例如，199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9］（P1）。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相当数量的特大型城市，既有基于人口自然聚集效应之

上的必然性，更有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特大型城市有利于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产业的合

理布局，有利于产生经济发展中成本—效益达到最佳比例的规模效应，有利于节省现代化所需的基础建

设的成本，有利于形成中心—卫星城市式的发展格局，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因

此，早在21 世纪初，国内就有不少学者倡导和呼吁国家应重点发展人口规模200 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

或超大型城市。例如，有的专家指出，“1980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 200 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

1964-1980 年的 6.37倍，人口向特大城市持续集中也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特大

型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在 100-400 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在最高点（200 万人）大约

相当于城市GDP 的 19 %左右。城市的规模收益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明显提高。”这些专家认为，特大

城市的这种规模经济效应还包括土地的集约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最大效用、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保

护等，以及降低人才使用成本、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保持人文多样性、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等人口聚集效应［10］（P14-21）。

由于人口规模百万以上大城市的大量涌现，以及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

会现代化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带来的巨大积极效果，国家决策部门对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重要意义有

了新的认识，并开始调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

略的一个重要文件，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这一规划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城

市化的规律和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例如，该规划强调指出，“城

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规划还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是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城镇化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因

此，“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

相成”［11］。

2015 年，中共中央在间隔37 年后再度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将城市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的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城市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

头”。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

的重要作用”。会议还首次强调，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城市发展就是将分散的农村人口转化为

聚集的城镇人口：“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

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

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12］

2016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意

见》。这份“意见”表面上看是专门针对城市规划的文件，实际上是通过抓住城市规划这一制约城市发展

的“命门”，来规范和引导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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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该“意见”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存

在的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

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

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蔓延加重。”接着

就如何加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提升城市建筑水平，推进城市节能建设，完善城市

公共服务，营造城市宜居环境，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推进城市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明

确要求［13］。

随着对城市化规律和意义认识的加深，特别是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的城市

化从21世纪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除了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城市数量大量增多、城市人口迅速

增加并最终超过农村人口之外，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涌现了一批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这些特大型

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巨大，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标志作用。2008
年，500 万市区常住人口以上的特大型城市（含 1000 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型城市）总共 12 个，总人口约

11129.56 万，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8.38%；总产值约72376 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国民总产值的24.07%；

当年全国人均GDP为22640 元，特大型城市的人均GDP为65027.85 元。10 年后的2018 年，特大型城

市上升至 17 个，总人口约 18750.12 万，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 13.4%；总产值 265913 亿元，占当年全国

GDP的29.54%；当年全国人均GDP为64520.7元，特大型城市的人均GDP为141820元［14］［15］。从上述

简单的数据比较中不难发现，特大型城市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和难以抵挡的人口聚集效

应，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

特大型城市不仅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优势，而且对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国民教育素质、医疗卫生条件、城市公共服务、公共文化事业、社会保障体

系、社区综合治理和人均预期寿命等与人民幸福生活直接相关的外部条件来说，也具有突出的优势。因

此，国家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从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转变为引导和规划特大城市的发展，无论对国家

的公共利益还是对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正确

的战略选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在特大型城市中也尤其突出，国家在城镇化

过程中和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在特大型城市中也最为明显。城市规模越大，其复杂性、

风险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也越大。正如有专家所提醒的那样：“一方面，特大型城市会时常遭遇诸如火

灾、水患、流行疾病等传统的常规性风险，但由于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动性高、城市空间密度高、人群集

聚等特征，常规性风险会带来难以估判的巨大破坏性。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特大型城市还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金融风险、信息网络安全风险等非传统危险”［16］（P19-20）。

简而言之，特大型城市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具有战略引领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治

理的现代化，尤其是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也同样具有引领作用和典型意义。如果特大型城市无法有效应

对城市治理的各种风险和有效治愈各种城市病症，造成“城市治理的失效”（failure of urban governance），

那么，由此导致的危害也将是灾难性的。

三、特大型城市治理的难题

特大型城市虽然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综合实力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各有不

同，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治理问题和严峻的挑战。概括

地说，特大型城市在公共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共同面临着典型的

“城市病”，例如，人口规模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公共交通拥堵、自然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不完善、城市居

民老龄化严重，等等；其次是在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张中产生的一系列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如同一城市中

的城乡双规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城中村”现象、“三无居民”等；其三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如空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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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合理、职业区与居住区分离率过高、城市功能定位模糊等问题；其四是城市管理的问题，特别是居住

地与户籍地分离、城市的多头管理、执法粗暴、城管困境、公共安全等；其五是外来民工的问题，如流动人

口居高不下、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各种矛盾、户籍制度导致的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歧视、外来民工子

女的就学问题等。除了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之外，每个特大型城市又或多或少会有各自面临的特殊

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城市定位及治理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及中央

对首都的特别要求。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2015 年中央批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之

前，北京市先后共制订颁布过7 个城市发展规划，经历了从消费型城市到生产型城市，从现代工业化基

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到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最后确立“人文北京、科技

北京、绿色北京”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等发展目标的重大变迁［17］（P123-124）。因而，对北京来

说，“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便是面临的首要问题。除此之外，首都的治理还存在以下重要问题：京

津冀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包括京津冀三地之间以及三地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在公共资源

分配、重大项目布局、区域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的利益博弈；治理分权与协同集权的平衡问

题，是中央政府主导还是区域平衡协同或多元驱动；治理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特别是政府、

企业、社会公众三重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多中心治理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匹配问题，北京的空间结构从

原来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后，需要对城市公共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功能疏解与人口疏解协

调的问题，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必然涉及人口的疏解，这两者之间既有重合又不能等同，如何协调两者

的关系是首都治理面临的新课题；公共产品供给空间格局重组与民众生活成本的关系问题，医疗和教育

等核心公共资源的重新布局，势必影响到众多居民的生活成本，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

稳定和谐；国际大都市区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创新问题［3］（P26-41）。

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一直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改革开放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

超级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中国超级经济中心的地位遇到挑战，但其传统的大都

市优势依然存在。2017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对上海市的性质和目标作

了如下规定：上海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

文化大都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2050 年，要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18］。作为中国绝无仅有的传统

大都市，上海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与全球

化时代的上述远景目标相比，尤其是鉴于其他新兴大都市的竞争性挑战，上海的城市治理也面临着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的空间配置问题，尤其是随着城市中心的外扩，公共服

务的供给机制必须随之调整；流动人口导入地区的问题，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需要对他们进行有

效的导流；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海是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城市，相应的户籍人口中老年的比例也在

全国最高之列，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比其他城市更加突出；城市人口收入及社会分层化问题；城

郊特大型社区和城市区域隔离问题，上海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近40%，且多半集中在城郊的特大型社

区，不仅成为新的城市不稳定因素，而且也影响了城市公共品的平等供给［3］（P53-58）。

与北京和上海这些传统大都市完全不同，深圳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是中国和世界城市化历史上的奇

迹。深圳从一个边境县城变成一个副省级城市，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从一个新兴城市变成国际化超大型

城市，也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到 2019 年底，深圳市区常住人口达到 1344 万，居全国第五；GDP达到

24221亿元，居全国第三；人均GDP高达189568元，居全国第一。深圳作为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经济特

区型特大型城市，它面临的城市治理问题也与其他特大型城市有所不同，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一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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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级过多，联动性不强，例如街道办下面除了居委会外，还设有社区工作站，本意是整合基层的行政

和服务功能，但事实上造成了多头和多层管理的结果；二是社区不堪重负，居委会边缘化突出，市、区、街

道、社区形成一个倒三角，社区是倒三角的末端，职能多达100 多项，却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三是行政审

批形式改变很多，但有实质内容的革新则很少，从 1997 年开始，深圳先后进行过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但缺乏有效的程序和机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四是特区内外差距明显，一体化程度不高，例如特区

内外执法标准不统一，造成“一区两法”，住房、交通、薪酬、教育和基础设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内”与

“关外”的“一区两制”；五是公共服务不均衡，“二元化现象”明显，“关内”与“关外”、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

口的差异导致了公共服务的相对不平等，引起市民的严重不满。在2013年的《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评价》

中，深圳在34个城市中出乎意料地位列倒数第四，其中房价、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四项指标，处于倒数

第一［3］（P172-184）。

杭州既是人文积淀深厚的六朝古都，又是西子般美丽的人间天堂。改革开放后，像其他城市一样，

杭州的城区也大规模扩张，城区常住人口到2019 年底已达到657 万，进入特大城市行列。2016 年修订

并经国务院批复的《杭州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将杭州的城市性质确定为：“浙江省省会和经济、

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作为浙江省会，

正像浙江的治理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一样，杭州的治理创新也同样处在全国城市的先进行列。杭州的民

主促民生、开放式决策、杭州议事厅、政府绩效考评、智慧杭州等治理改革，一直是城市治理创新的模范

样本。因此，在城市治理方面杭州面临的问题也与一般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浙江大学的研究团队

发现，杭州在城市治理方面面临着如下几个困境：其一，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杭州在城市治理中率先倡

导“复合主体”式治理，但在复合主体中，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缺少足够的平等，政府过于强势；其二，社

会的行动能力有限，社区公众的参与能力弱小，民间组织发育不足，导致公众的社区参与存在严重局限；

其三，社会参与治理的领域有待拓宽，许多本来应放手交给社会的事务性和服务性事项，政府并未完全

放手；其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待深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和公民个人之间在城市社区复合治

理中边限界定不清，公私单位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职责不明确；其五，城市治理创新项目缺乏法律保障，

特别是作为杭州城市治理亮点的复合主体治理，缺乏必要的赋权、监管等程序性和规范性法律规定［3］

（P249-257）。

除了上述这些具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外，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治理还存在着另外一些特殊的问题。

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很大的治理压力：人口流动带来了社会稳定的压力，利益分化带来了社

会整合的压力，需求多元化带来了公共服务的压力［19］（P50-59）。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在公共安

全方面由于具有隐藏性、突发性、耦合性和脆弱性等特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总体风险程度偏高。例

如，根据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深圳市的公共安全总体风险处于“中等偏高”水准，在洪涝、地质、火灾、交

通、生产安全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方面，深圳仍面临较高风险［20］（P7-12）。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

市在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以下难题：部门内专业职能明确，部门间却缺乏协同；部门内信息通畅，部

门间信息流通则阻塞；政府积极作为，民众则并不认同［21］（P34-37）。有的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在生态

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挑战，例如，生态布局存在风险，环境结构性矛盾突出，城市规

模的承载力匹配失衡，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完善［22］（P76-81）。有的作者认为，特大型城市在精细化管

理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体制机制不够顺畅，标准流程不够完善，预见性管理不足，社会参与活力

不强，技术手段运用不充分等［23］（P13-17）。

四、特大型城市治理的经验教训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更加直接关系到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规划。中共中央在2015 年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对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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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并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各特大型城市

的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城市治理的改革创新，纷纷针对各自面临的“城市病”和治理难题开出了各种药方，

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综合“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课题组的8 个城市案例以及其他相

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大型城市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主要有以下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城市规划和城市布局，科学合

理地定位城市的性质和主要功能。所有特大型城市都制定了各自的中长期城市整体发展和建设规划。

由于特大型城市在本地区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甚至对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

影响，制定其长期发展规划便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通常位列各特大型城市改革创新的优先事项。从

程序上说，城市规划在制定前要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各界市民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经市委、市政府

和市人大审议，然后报中央批准。从内容上说，除了具体的中长期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居民

生活、城市建设、文物保护、城乡统筹、城市管理等目标和指标外，还包括对城市的战略定位和核心功能

界定。例如，在制订《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市委主要领导坚持“开门编规划”的原则，先后召

开了5次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最后确定了以“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作为新规划的“牛鼻子”［24］。上海

市在制定《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时，也同样坚持“开门做规划”的原则，从2014年5月6日

开始启动编制，到2017 年12 月5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历时整整3 年多时间。期间规划制定部门通过线

上和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了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最终确立了把“新发

展理念”作为“上海2035”新规划的“一根红线贯穿始终”［25］。

二是打通特大型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多重壁垒，走区域协同发展的道路。一方面，特大型城市无

一例外都是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龙头，既对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又承担

着带动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特大型城市在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

许多短板，周边地区往往在这些方面有着特大型城市所缺少的优势，双方具有优势互补的特点。因此，

特大型城市与紧邻区域的协同发展便成为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经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珠三

角、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协同发展战略。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批复了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明确要求“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

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实施协同发展［26］。2015 年颁布实施的《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协同发展当作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以及“有序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的关键环节，要求京津冀三地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

得突破［27］。2019 年中央颁布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同样也把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明确要求“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

加强跨区域协调互动，提升都市圈一体化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区域联动协作、城乡融合发展、

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28］。

三是城乡统筹，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区和郊区的一体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特大型

城市的快速成长，就是城市中心区域对边远郊外农业地区的大规模吞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一系列独特的问题，例如，“城中村”现象在特大型城市中随处可见，同一城市中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社

会经济结构，同一城市的居民却拥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的身份，以及同一城市中在人均收

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国民教育等方面明显的城乡差别，等等。因此，城市统筹发展便成为极具中国

特色的特大型城市现代化战略，所有特大型城市都把城乡统筹当作各自的优先发展目标之一，并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例如，在城乡统筹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成都市，从2003年开始就以“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总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宏观战略，制定了“工业向集中

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政策，实施“农

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和农村扶贫开发”三大重点工程，最终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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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和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这

“六个一体化”目标，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3］（P200）。又如，2007年国务院批复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

划（2007-2020）》被认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城乡总体规划”，而该规划“最为关键、最为紧要”的环

节就是城乡统筹，最终实现“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一体化发展［29］（P44-47）。

四是适应新的城市人口结构，及时改革长期形成的城市户籍制度，努力弥合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

间的鸿沟。户籍制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基本社会管理制度之一，它发端于先秦，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管理制度。对特大型城市来说，户籍制度造成了常住市民之间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人为区别。

这一重大区别实质是不同的身份认定，直接关系到本人的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医疗、选举、参与以及

子女的入学和就业等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因而也是造成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市民与新

市民等政治经济差异的制度源头。严格地说，所有特大型城市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都不是一个概念，

常住人口数量总是多于户籍人口数量，这两者的差异以深圳市最为典型。2019 年末，深圳市的常住户

籍人口494.78万人，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非户籍人口反超户籍人口，而且非户籍人口几乎是户

籍人口的1倍。由于户籍常住人口与非户籍的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关系到市民的权利平等，因

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渐缩小直至最终消除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异，是所有特大型城市共

同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特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难点之一。在各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办法中，积分制

逐渐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2011 年北京市率先推行积分落户制，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要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到2019 年

底，全国已有30多个城市推行积分落户制，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青岛等特大型城市［30］

（P76-85）。相对来说，中小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比较容易，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分离问题已经基

本上得以解决。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大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对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①

等特大型城市来说，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仍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五是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和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特

大型城市人口密度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城市热岛效应明显②，空气污染相对严重；另一方面，城市的水

电等能源和食物消耗巨大，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尤其突出。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推行可

持续发展战略，对特大型城市特别重要，这既是城市治理的重点，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各特大型城市

在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方面各显神通，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和维护生态环境，包括实施绿色

GDP、生态补偿、垃圾分类、交通限行、洁净能源、工厂外迁、绿色出行、污水处理，等等。北京除了疏解非

首都功能、搬迁首钢等大型污染企业、调整能源结构、控制人口规模等“绿色北京”措施外，还相继制定了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等地方法规，而

且在2015年率先在全国启动红色预警制度，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维护和改善都市生态环境。在红色

预警期间，全市实施工厂企业停产或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中小学停课等措施［3］（P11-13）。上海

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天更蓝、气

更净、水更清、地更绿、居更佳”的国际性生态城市，其途径与措施包括了结构调整、功能建设和城乡生态

关系的协调等方面［33］（P349-354）。2020 年上海市还颁布了《上海市绿色发展行动指南》（2020 年版），

对上海市的绿色产业、绿色规划、绿色建设施工、绿色运营管理以及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各种政策措施做

出了十分详尽的规定，以期把上海市建设成为“引领国际超大城市绿色、低碳、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标

杆”［34］。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型城市，从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就非常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①“北上广深”四个特大型城市中，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相对最低。据广州市统计局统计，截至 2019 年末，广州市市区常住人口为

1530.59万人，市区户籍人口为953.72万人，两者差距仍有576.87万人之多［31］。

②关于“城市热岛效应”对中国城市群及全国气候的影响，可参阅储鹏等的《城市分类对中国城市化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32］（P66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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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确立了“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的理念，不断探索、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经

过40 年的历程，初步形成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圳样本［35］（P65-72）。

六是运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新技术，普遍推行智慧城市战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甚

至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纷纷进入城市社区的治理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提升了特大型城市的治

理现代化程度。人类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以后，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成为任何领域的现代化所不可

缺少的工具，城市治理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信息网络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特大型城市的电子政务、社

区治理、社会监督、社会诚信、街道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等城市治理的所有领域。除了信息网络技

术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之外，智慧城市也是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从城市演进路径看，智慧城市是

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从城市发展

内涵上看，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是一种具有新特征、新要素和新内容的城市结构和

发展模式”［36］（P6-12）。基于这样的认识，信息网络技术之上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也纷纷成为特大型

城市推进城市现代化的抓手，许多城市不仅在总体规划中列入了智慧城市的内容，而且相继出台了推进

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的专项规划。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特大型城市始终走在全国城市的前列。

宁波市分别于2010 年和2011 年发布了《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政府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和《宁波

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动纲要（2011-2015）》；上海市于 2011 年发布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1-2013 年行动计划》；北京市于2012 年发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一些特大型城市始终把智慧

城市和数字城市建设视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实际上起到了引领国内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例

如，杭州市在“十二五”期间就制定了《杭州市十二五信息化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了智慧杭州的建设目

标；接着又相继颁布了《杭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数字杭州”发展规划》，对杭州市的智慧城市

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3］（P279-285）。2018 年，杭州市被《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评选为“中国最智

慧的城市”。

除了上述这些经验与做法，特大型城市也与其他大中小型城市一样，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还

有许多重要的举措。例如，加大社会保障的力量，提高最低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起点，切实增加

市民的福祉；改革城市公共服务，增大公共服务的预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普遍推进“一站式服

务”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倡导共享价值，发展共享经济，城市生活进入共享式

新时代，如共享单车、共享服务等；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全面引入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管理、社区化服

务、党建引领社会共治和社区自治等新的方法。

各特大型城市的上述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在治理“城市病”、应对新的挑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明

显改善了城市治理的质量，为探索中国特色特大型城市的治理现代化规律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但坦率

地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老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因此，教训也很深刻。概

括地说，这些教训包括：城市治理要遵循普遍规律，需要科学的决策，集思广益，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不能

搞长官意志；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从中国和本市的实际出发，有重点地推进，而不能贪全求大，盲目地

与国际接轨；城市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不能用“一刀切”的方

法进行城市治理，营造所谓的城市新形象；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要重效能，不能不计成本，否则就会得不

偿失；要切实转变理念，将城市管理转到城市治理上来，变管制导向性治理为服务导向性治理，将城市管

理寓于城市服务之中；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要脚踏实地，不能无视现实条件，开空头支票，失信于民；各

种形象工程往往劳民伤财，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

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来看，中国未来的特大型城市治理创新

应吸取上述教训，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要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或市民主体的意识，增强广

大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市民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城市治理的基本标准；二是城市治理创新要以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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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为导向，即所有的城市治理改革创新，都要把维护和增进公民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作

为根本目标；三是与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一致，城市建设也要围绕“服务型城市”展开，通过

建设服务型政府来避免特大型城市陷入“城管困境”①；四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城市

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普遍趋势，但城镇化不应制造新的城乡差别，而应当通过城镇化来消除城乡差别，实

现城乡一体化；五是将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运用于城市治理和城市服务，切实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让技术造福于民；六要大力改革不合时宜的城市治理体制

机制，重点推进多规合一、参与式治理和社会共治，将城市治理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引领全国社

会治理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应地，特大型城

市治理在整个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也起着引领和表率的作用。深入研究特大型城市的成长和

演变规律，总结特大型城市治理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分析特大型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破解特大型城

市治理的难题，不仅是城市现代化的紧迫课题，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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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Issues on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Urban Governance

Based upon Case Studies of Megacities

Yu Keping（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 number of megacities have been emerging in China in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re have been 17 mega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5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20. The emergence

of megacities has the inevitability of aggregating population and rationality of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Nev‐

ertheless, all megacities have either typical urban diseases or particular challenges in regard of the orientation

of new city func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ions, household management of the new migrants, public secu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ir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

tus,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 megacities does not only influence their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lead the

whole country's national governance. Megacities have made a lot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chal‐

lenges they are facing. Successful experiences were achieved while heavy costs were paid, and there are

many lessons that need to be learned. The future of megacities, to a large extent, would depend on how to ad‐

vance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with innovation.

Key words megacity; city classification; urbanization; urban governance; st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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